
地方政府评价与育龄群体二孩生育决策 ——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 要]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通过聚焦育龄群体对“全面二

孩”政策的预期生育行为，利用2014、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混合截面

双重差分（DID）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相结合的方法，估计了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如何影响育龄群

体对“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期生育反应。实证结果发现育龄群体会对未来生育政策做出预期反应，育龄

群体对政府的信任是一种策略性信任，对地方政府评价越高越会对未来生育政策做出积极反应从而进

行预期生育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18至29岁和东中部地区育龄群体的预期行为受到对地方政府

评价的影响更甚。政府如果希望未来政策更快更好达到效果，就不能忽视政策颁布前与群众就政策相

关信息进行沟通、宣传与预期引导，且应该重视长期政策信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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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我国，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

一项基本国策，一直以来都是公众生育行为决策的风向标，其对中国人口问题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值得肯定，但也带来了一系列诸如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负面问题。为此，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

了部分调整，分别在2013、2014、2016年颁布实施“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但政策效

果并不十分理想（乔晓春，2015；陈友华，孙永健，2021）[1][2]。

学术界在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围绕着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但研究多集中

于个人特征（如年龄、健康状况、收入、受教育状况、婚姻状况等）（陈建新，王莉君，2021；邓敏

，陈宝璘，2020；王一帆，罗淳，2022）[3][4][5]、家庭社会特征（如父母支持、社会养老保险、社

会医疗保险、房价等）（李婉鑫，杨小军，杨雪燕，2021；阮荣平，焦万慧，郑风田，2021；孟颖颖

，王静，张孝栋，2020）[6][7][8]、文化观念特征（如性别平等、“养儿防老”、工作—家庭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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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荣，林彬彬，2020；王国军，高立飞，2021）[9][10]，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宏观层面政府与公众

在生育决策形成过程中的政策信息互动。要全面分析公众生育行为决策，就必须把握生育政策本身在

其中起到的作用，不能忽视公众在政策未明确颁布阶段会如何做出预期和行为反应。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用来制定和执行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所依赖的政治资源，政府信任可以降低交

易成本，即政府与公众就生育政策达成一致的成本，信任能增加政策被接受的可能性（Chanley，Rud

olph，Rahn，2001）[11]，从而，政府可以花费更少的努力让公众响应生育政策。现有研究认为对地

方政府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尽管许多因素都可能降低公众对政府

的信任程度，但最终都可以反映到政府绩效上，政治信任来源于政府绩效以及信任主体对这种绩效的

评价（Michler，Richard，2001；吴华根，2008）[12][13]。

理性预期理论表明个人能够有效地利用自己已掌握的信息形成预期（D'Haultfoeuille，Gaillac，Maur

el，2021）[14]，而政策颁布之前既已形成的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是个人据此形成政策预期的重要

信息。具体到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方面，2015年12月21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提出，“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相关部门曾放出未具体到细节的“全面二孩”政策相

关消息。面对一项已经释放模糊消息但未明确实施的政策，公众将做出何种反应，以及何种因素影响

公众预期，正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本文以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为切入点，根据在二孩政策明确颁布之前有迹可循的

政策消息“放风”时间点，将“全面二孩”政策具体颁布时点之前的消息“放风”阶段看作政策模糊阶段，将

“全面二孩”政策颁布之后视为政策明确阶段，研究发现对政府评价高的个人会在政策模糊阶段对政府

未来政策产生积极预期，而对地方政府评价低的人会对政府未来政策产生消极预期，而这种预期会影

响决策行为，对于全面二孩政策而言，其直接表现为是否提前为生育二孩进行准备，并在政策正式颁

布到10个月孕期结束之前存在生育行为。本文利用2014年、2016年、2018年的家庭追踪调查（CFPS

）数据，首先采用Probit模型检验育龄群体对生育政策是否存在预期行为，即在政策正式颁布实施之

后到政策生效不满10个月期间生育二孩。实证发现其预期行为并不显著，研究发现该结果的产生可能

是因为平均效应掩盖了异质性，于是将育龄群体分为高政府评价组和低政府评价组，实证分析发现高

政府评价组的二孩生育预期行为显著，而低政府评价组的二孩生育预期行为不显著。随后，采用混合

截面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对地方政府评价如何影响育龄群体对生育政策的预期行为，这也是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育龄群体对地方政府评价越高越会对未来生育政策做出积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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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进行预期生育行为。

本文可能有以下几点贡献和创新：首先，将预期理论引入到政府生育政策，对预期理论进行了拓展；

其次，从地方政府与公众互动视角，对二孩生育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已有实证研究

多用生育意愿来衡量生育水平，忽视了生育意愿并不一定会转化为生育行为（张冲，李想，2020）[1

5]，且将“无政策条件下理想子女数”和“期望生育子女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忽视了中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

政策这一背景，并不能很好衡量真实生育水平（风笑天，2017）[16]，本研究将实际二孩生育行为作

为被解释变量，更准确地衡量二孩生育决策。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假设

（一）政策相关背景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

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进入老龄化阶段。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严重，为了缓

解这一问题，2011年11月、2013年11月各省份分别开始实施“双独二孩”“单独二孩”，但政策效果并不

理想。此后，何时全面开放二孩及其具体政策开始引发热议，2015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延

续多年的“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提法被删除，且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关于人口政

策提问时表示，“去年已经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现在正在推进，也正在进行全面的评估”。同年5月

，时任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在卫计委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单独二孩不是句号，往下走的目的就是要促进

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同年7月，据《第一财经日报》透露，包括卫计委在内的相关方面已经着手就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进行评估和推进，如果顺利，年内就会开始实施。之后，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

司在回应记者关于“何时全面放开二胎”的问题时表示，要积极做好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研究论

证工作，同时强调了“正在按中央的要求抓紧推进有关工作”。这些信息无疑透露着同一个信号：全面

二孩政策即将来临。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

女的政策”。随后，2015年12月2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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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提出，本修正案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对于全面二

孩的政策效果，一种观点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政策效果明显（原新，高瑗，2017）[17]。

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的乐观判断缺乏可靠的依据（风笑天，2020

）[18]，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任远，2017）[19]。虽然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受到政策影响，201

6年人口出生率达到自2001年以来最高，出生人数比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增加171万。但自2017年以

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已连续5年下降。理清在当下低生育率时代，人们的生育决策受何种因素影响

、生育政策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是政府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

（二）理论假设

个人如何形成对不确定的未来结果的信念对于理解个人决策至关重要。“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人行为

意向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笔者认为高地方政府评价增强了个人二孩生育行为

的知觉行为控制，即对地方政府评价越高的人越认为自己能够掌握的生育信息和资源更多、受到的阻

碍越少。生育行为发生后往往有许多不确定性，国务院提出完善生育休假制度、给予税收优惠、住房

支持和推进教育公平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有利于减轻生育二孩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孩子

出生后的经济、教育、社会不确定性，但地方政府如何落实尚不明确。公众对政府表现的预期会影响

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及行为决策，公众预期的形成依赖于对以往事实进行回顾。政府以往的工作业绩与

之后的工作业绩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Meier，O'Toole，2002)[20]，公众对地方政府评价越高，对地

方政府以往工作成效越肯定，就会认为地方政府能够一如既往落实中央所制定的政策和做出的承诺，

更倾向于认为政府在之后的生育政策执行工作中会表现出色，甚至在细则方面做得更好。

当然，人们的预期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预期往往会受到信息约束，对于个人而言，他们很少有充足

的信息和能力去评估一项中央政策是否合理以及对已有生活造成何种利弊影响，个人更可能会依靠政

治信任来补偿信息约束（Hetherington,

2006)[21]。缺乏政府信任会导致群众抵制或不响应政府所颁布的政策（Trudingera，Steckermeier，

1998）[22]，低信任度更会创造出一种让政策更难实施的环境，同时公众的支持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

（Hetherington，1998）[23]。反之，高信任度使得政府政策获得意外的支持。结果导向政府信任理

论认为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信任依赖于其短期政策结果对个人是否有利，过程导向政府信任理论认为，

公众更关心政府政策执行过程是否公平（孟天广，2022）[24]。这两种导向的政府信任分别以自利结

果和过程公平为信任条件，当公众对政府表现评价高时，他们就倾向于相信政府，这种信任是一种策

略性信任，反过来又会成为公众行为与政府政策达成一致的前提条件（孟天广，2022；Levi，S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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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ler，2009）[24][25]。但在传统文化和信念的影响下，公众可能对政府无条件信任，出于对政府

的信任，即使公众的利益和要求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即使这些决定的后果被认为是有风险或不利的，

他们也倾向于支持政府颁布的政策、认同政府的决定（Gabriel，Trudinger，2011)[26]。从二孩生育

政策来看，策略性政府信任表现为育龄群体对政府未来二孩生育政策进行预期，预期政策结果对自己

有利便会进行二孩生育行为，无条件的政府信任表现为不管二孩生育政策是否有利于自己，政府明确

颁布二孩政策之后，无条件响应政府号召进行二孩生育行为。根据国际知名公关咨询公司Edelman发

布的“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21”显示 ，中国政府信任度排名第一，这项报告是在2021年10月1

9日至11月18日对全世界28个国家的3.3万多名受访者进行的实地调查。在低生育率时代，在“全面二

孩”政策号召下，育龄群体无条件信任政府的直接表现就是进行二孩生育行为，且这种行为具有持续性

，不因生育政策配套措施是否完善、政府表现是否优秀、政策结果是否有利于个人而改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际影响可能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实

证假说以验证我们的理论猜测：

假说1：育龄群体会对生育政策变化的实际效果进行预期，因此生育行为反应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政策

设计目标。

假说2：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育龄群体的二孩生育决策可能取决于其对地方政府的评价，高评价

个体对政策的响应程度更高，低评价个体的响应程度则较低。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CFPS样本覆盖25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CFPS调查问卷共

有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四种主体问卷类型，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

社会跟踪调查项目。CFPS家庭数据包含了受访者的子女数量以及子女的出生日期、性别等数据，CFPS

成人数据中则包含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和政治态度等数据。本文利用三次连续的CFPS数据得到了两组

混合截面数据：其一为在2018年家庭数据与2016年成人数据中同时出现的样本（实验组），其二为在

2016年家庭数据和2014年个人数据中同时出现且未在2018年家庭数据中出现的样本（对照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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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之后，样本规模为3495人，其中实验组2986人，对照组509人，样本覆盖全国21个省（青海

省和台湾地区数据缺失）、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

在2011年11月和2013年12月，我国分别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和“单独二孩政策”，为了剔除“双独”和“单

独”生育政策影响、聚焦在二孩政策出台前后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行为，本文选取CFPS2014、2016和

2018年的数据进行观察，在实验组中取所有一孩出生在2016年1月前的受访者数据，而在对照组中，

则保留了所有一孩出生在2015年1月之前的受访者数据。“全面二孩”政策具体实施颁布时间为2016年1

月1日，孕期为280天，取9个月，将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进行二孩生育行为看作育龄群体

对该政策预期产生的行为决策。此外，对于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受访者，利用stata随机保留在数据中第

一位出现且符合要求的受访者。从生育行为角度，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处理，选取了年龄为18至49岁的

育龄人群，剔除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缺失值。

 

（二）相关变量解释

1. 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二孩生育行为，在所观察时间段内生育二孩，该变量赋值为1，未

生育则为0。目前研究主要将“无政策约束下理想子女数”和“期望子女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相较于生育

意愿，实际生育行为更能真实有效反映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本文将成人数据中孩子1、孩子2、孩子

3出生年月按大小进行排序得出不同年份的二孩生育情况。

2. 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和是否受到二孩生育政策冲击的交互项，其中，

对地方政府的评价来自于调查中“您对去年本县/县级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这一问题，受访者被

要求对本县市政府在上一年工作由好到坏给出从1到4四个等级的评价，“有很大成绩”为1、“有一定成

绩”为2、“没有多大成绩”为3、“没有成绩”为4。此外，若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的工作“比之前更糟了”，

则政府评价变量会被记为5，因“比之前更糟了”与之前4个评价等级口径不一致，在基本回归中先删除

此回答，放在稳健性部分再去讨论。

3. 主要控制变量。借鉴以往关于生育意愿及政府信任的研究，本文将控制变量按照个人特征、家庭社

会特征、地区特征、政府特征5个层面分类设定。个人特征包括主观收入、年龄、性别、最高学历；

家庭社会特征包括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一孩性别；地区特征主要是根据我国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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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划分标准将数据样本中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青海省、台湾地区数据缺乏）划分为东、中、

西部地区以及居住地城乡属性纳入回归模型；政府特征包括中国腐败问题严重程度、中国住房问题严

重程度、中国社会保障问题严重程度、中国教育问题严重程度、中国医疗问题严重程度、到政府办事

是否受到拖延推诿、与政府干部冲突、是否遭遇政府不合理收费。具体赋值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

（三）模型设定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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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本研究将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对假说1进

行检验，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本文选择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y=α1+α2treat+X1+ε1                                             (1)

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是否生育二孩的虚拟变量，treat表示对照组和实验组的虚拟变量，对照组和实验

组具体解释参考本文数据来源部分。对于来自对照组的样本，值恒为0，而对于实验组样本，其值为1

。根据平均孕期280天，对于实验组样本，观察其在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的二孩生育行为

，若生育二孩则y为1，未生育二孩则y为0，对于对照组样本，若其在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生育二孩，则y赋值为1，若未生育二孩，则y赋值为0。X1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个人基本特征

和家庭社会特征，个人基本特征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主观收入、年龄、最高学历、性别、健康状况，家

庭社会特征包括一孩性别、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参加医疗保险，除此之外还控制了对县市政府的

评价。

本研究主要采用probit模型对本文假说1展开实证回归。模型（1）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第（1）（

2）列可以看出，尽管有一定正向促进作用，育龄群体并未通过采取二孩生育行为对政策产生显著反

应。这说明公众对政策实际效果的预期不足，进而产生响应不足的结果。更进一步，将公众预期看作

是一致地过分简单化了个人预期，本文认为对二孩生育政策预期的平均效应掩盖了异质性，个人预期

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体现为不同个体对同一政策预期的不一致（张晓晶，曾一巳，邵兴宇，2021

）[27]。预期产生的前提是社会变化会对公众利益产生影响且该社会变化能够被公众察觉（江世银，2

017）[28]。公众对政府评价越高，政治参与度会越高，从而更容易关注到政府颁布的政策。参考Ash

raf、Bau、Nunn、Voena（2020）[29]的成果，本研究扩展了模型（1），将对地方政府评价高的育

龄群体和对地方政府评价低的育龄群体分组进行分析，估计高地方政府评价组和低地方政府评价组对

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期是否有差异，结果如第（3）（4）列所示，高地方政府评价显著提高了二孩生育

行为，对于低地方政府评价育龄群体而言，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假说2的结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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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高评价组与低评价组个体也可能在生育行为上本来就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本研究接下来通过更

严格的因果识别方法进一步检验假说2，这也是本研究主要关注的假说，搞清楚育龄群体对地方政府

评价如何影响二孩生育预期决策。本文借鉴Duflo(

2001)[30]、李明和郑礼明（2021）[31]的估计方法，建立了以下混合截面双重差分模型：

yit=β1+β2treatit+β3evaluation+β4treat*evaluation+Xit+Dit+εit

（2）

其中，i为18至49岁的育龄个体，跟前文一样，被解释变量yit表示第i个育龄个体是否生育二孩的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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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下标t表示是否处于实验组。treatit表示对照组和实验组的虚拟变量，对于来自对照组的样本，

值恒为0，而对于实验组样本，其值为1。对于对照组样本，若其在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生

育二孩，则yit赋值为1，若未生育二孩，则yit赋值为0。相似地，对于实验组样本，观察其在2016年1

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的二孩生育行为，若生育二孩则yit为1，未生育二孩则yit为0。evaluation

为政府评价变量，数据来源于CFPS2014（对照组）和CFPS2016（实验组）的成人调查数据。Xit是一

系列控制变量，Dit为地区固定效应，本文按照经济发展情况，将数据中各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东部、

中部、西部地区。本研究重点关注交互项系数β4，该系数衡量了育龄群体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多大程度

影响育龄群体的二孩生育行为。

本文的模型设计不同于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二孩生育行为差异，而

是研究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不同生育政策下二孩生育行为差距是否受公众对地方政府评价影响，以及全

面二孩生育政策模糊阶段和明确阶段二孩生育行为是否受公众对地方政府评价影响的比较。

结果如表3（1）列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情况下，其与对地方政府评价的

交互项系数β4仍然显著为负，说明对地方政府评价显著影响育龄群体二孩生育预期决策行为，对地方

政府评价越高，越会对地方政府配套措施及表现产生积极预期从而提前进行二孩生育行为。表3（2）

列是增加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固定效应的结果，回归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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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较为复杂，虽然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自主性，但地方政府始终是中央政府颁布政策的实施者，地方政府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可能会引起公众对中央政府态度的改变，导致公众对中央政府的评

价和对地方政府评价趋于一致。为了排除研究对象二孩生育行为受到对中央政府评价问题的干扰，本

研究在回归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腐败问题严重程度、中国住房问题严重程度、中国社会保

障问题严重程度、中国教育问题严重程度、中国医疗问题严重程度等控制变量，结果如表3（3）列所

示，其结果与模型（2）回归结果相似，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研究对象不同的生育行为是因为

对中央政府态度不同的结果。考虑到其他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对本文研究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

量造成影响，本文将数据中政府办事是否受到拖延推诿、与政府干部冲突、是否遭遇政府不合理收费

控制在内，结果如表3（4）列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内生性干扰。

（四）稳健性讨论

1. 倾向得分匹配。本文选取2018年家庭数据与2016年成人数据中同时出现的样本作为实验组，2016

年家庭数据和2014年个人数据中同时出现且未在2018年家庭数据中出现的样本为对照组，由于实验组

和对照组不同期，单纯使用DID模型没有考虑两组数据可观测特征是否可比较。因此本文在混合截面

双重差分估计模型（DID）的基础上，进一步将DID与倾向得分匹配（PSM）相结合，解决了实验组和

对照组不同期而受到限制的共同趋势检验问题，控制了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选择差异，同时较好地解

决了模型内生性问题。

表4是对照组和实验组主要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差异表，可以看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县市政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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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收入和年龄这几个变量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异，性别、健康状况、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异

，因此本文选择对县市政府评价、主观收入、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来进行样

本匹配。表5为利用logit模型来估计倾向得分的结果，结果显示对县市政府评价、主观收入、年龄均

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有差异，性别和医疗保险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有差异，虽然健康和养老保险的

差异不显著，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问题普遍得到改善、养老保险

的覆盖率也是逐步增加，对treat确有影响，因此选择这7个变量进行分析是可靠的。进一步对得分倾

向匹配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所有匹配后的可观测变量标准偏差绝对值都小于10%，可

证明本文所选取的可观测变量和匹配方法可靠且合适，DID-

PSM回归结果可见表6第（3），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模型（2）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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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慰剂检验。为了检验模型（2）基本回归结果是否可靠，本研究还通过将政策发生时间前置于201

5年1月1日、后置于2017年1月1日，将其视为虚拟的全面二孩政策颁布时间，进行安慰剂检验，如果

交互项系数显著，则说明安慰剂检验不通过。回归结果如表6第（1）（2）列所示，交互项系数不显

著，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3. 敏感性检验和其他一些稳健性检验。在前文的分析中，观察对照组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二孩生育行为与实验组的二孩生育行为差异是否受到对地方政府评价影响，取1月至9月是为了与实验

组月份统一，排除季节影响因素干扰。现在，为了检验模型（2）基准回归结果是否会因为遗漏了201

5年10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这段日期而造成估计误差，将对照组二孩生育行为观察段设置为2015

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其结果如表7中第（1）列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模型（2）基

准回归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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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有迹可循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颁布消息“放风”时间线，2015年7月官方对于实施“全面二

孩”明确持有一个肯定的态度，并表示工作正在推进，以该“放风”消息为时间节点，保持对照组不变，

观察实验组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二孩生育行为与对照组差异是否受到对地方政府评价影响

。其结果如表7第（2）列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模型（2）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最后，在基准回归中，研究认为对县市政府评价数据中“比之前更糟糕了”和其他回答不是一个回答口

径，因此将其去掉，现在为了检验数据稳健，将其加上，对模型（2）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7第（3

）列所示，与模型（2）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本文的数据以家庭为单位对其二孩生育行为进行研究，在选取的过程中，通过stata命令，同一家庭只

保留第一位出现的基因组成员，将其作为家庭代表，为了剔除回归结果对样本数据具有敏感性这一影

响，本文保留每组家庭中的所有个体，以个体数据来替代家庭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逐步控制住了

Xit、Dit和Iit，含义与上文相同，结果如表7第（4）列所示，其结果是稳健的。

（五）异质性讨论

考虑到不同年龄育龄群体的二孩生育行为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将样本中各年龄阶段划分为18至29岁

、30至39岁、40至49岁。结果如表8第（1）（2）（3）列所示，可以看出，18至29岁育龄群体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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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政策预期管理下二孩生育行为受到对地方政府评价的影响十分显著，对地方政府的评价越高，越

会选择生育二孩。

接下来再考虑二孩生育行为受到具体的生育环境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存在空间异质性，本文将数

据样本中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模型（2）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8所示，第（4）（5）（6）列分别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回归结果，对于本文

主要关注的交互项系数而言，从第（4）（5）列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育龄群体地方政府评

价对全面二孩生育政策预期管理有显著影响，从第（6）列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评价对西部地区育龄

群体无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生育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随着人口风险增加，原有

的生育计划已经不足以适应当期的经济社会变化，因此，“三孩政策”随之而来。2021年8月20日，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决定指出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生育计划不可能是一成

不变的，政策应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当原有的生育政策不能与当今的经济社会相适应

时，政府相关部门理应对其做出改变以适应社会发展。政策改变或制度变革必然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

益。在生育计划调整之后，如何使新的生育政策尽快达到预期效果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利用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混合截面双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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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模型（DID）实证分析了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如何影响育龄群体在政策模糊阶段对二孩生育政策的预

期，进而影响二孩生育行为。研究发现育龄群体对生育政策预期不仅在对地方政府评价方面存在异质

性，而且公众对地方政府评价越高越会对政府生育政策进行积极预期而进行二孩生育行为，这给我们

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现实支撑。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育龄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并不是完全无条件的信任，而是一种策略性信任，也就是说

，政府能够通过采取一定的手段措施改变育龄群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而使生育政策更快更好达到政

策目标。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强政策颁布前与群众就政策相关信息的沟通、宣传与预期引导。首先，

政府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或一些官方媒体发布相关信息，拓宽与群众的沟通渠道；其次，政府可以对

公众预期进行引导，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政府可以利用其自身特殊

地位来影响政策相关信息的发布和传播（龚维斌，2017）[32]，通过对政策内容、政策施行时间、政

策实施强度和方式等消息的“放风”来引导公众预期。年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对18

到29岁的育龄群体二孩生育预期行为影响更为显著，政府应加强对该年龄阶段育龄群体的积极政策预

期引导，着重关注这部分群体生育的相关需求，提高其对政府的评价，以更好地推进政策达到预期效

果。最后，鉴于预期产生的前提是社会变化会对公众利益产生影响且该社会变化能够被公众察觉，部

分育龄群体可能并不关注“全面二孩”政策，从而造成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地方政府评价对育龄群

体预期的影响，对于这部分群体，政府可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使其能够察觉到政策影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重视长期政策信誉建设，对于政策预期引导不能过度夸大，西方政客面临竞

选时往往会在这种“放风”信息中有意夸大政策影响或者对公众做出过度承诺来获得公众支持，但研究

证明政客们在竞选时的承诺会提高公众预期需求，而这些需求在事后很难被满足，从而形成“期望差距

”。公众会根据过往信息形成预期从而做出未来决策，这种“期望差距”会不利于后续相关政策的实施。

政府想要缩小这种“期望差距”方法有二，一是压低公众的事先期望，二是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和提高公

共服务质量。但是压低公众事先期望必然会导致当期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所以政府想要当期和后

期政策实施达到预期效果，就要想办法增加政策相关服务供给、提高政策相关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

运动改变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关系，社会公众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及服务的

顾客，并对此进行评价（黎民，2011）[33]。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及服务质量越高，公众对地方

政府评价就会越高。如此，便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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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Ping, XIAO Zhenni, WANG Weizhou

 

Abstract: On January 1,2016,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was officially implemented nationwide.

By focusing on the expected fertility behavior of childbearing age groups on the ' universal two-

child ' policy,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4,2016 and 2018, and using

a combination of mixed-secti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this paper estimates how the 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ffects the expected fertility

response of childbearing age groups to the ' universal two-child ' polic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ildbearing age group will make an expected response to the future fertility policy.

The trust of the childbearing age group to the government is a strategic trust. The higher the

evalua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more it will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future fertility policy

and carry out the expected fertility behavior.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the

expected behavior of childbearing age groups aged 18 to 29 and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is more affected by the 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If the government hopes that future

policies will achieve better and faster results, it cannot ignore the communication, publicity and

expectation guidance with the masses on policy-related information befor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policy, and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long-term policy credibility building.

Keywords: fertility desire ; reproductive behavior ;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 public

expectations ; population policy ; government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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